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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 

廖继胜 刘志虹 郑也夫 

【摘 要】基于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及其扩展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对文

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进行静态、动态的测度，并利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做回归分析，发现：（1）技

术效率所反映的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总体上是DEA无效的，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无

效共同导致；（2）Malmquist指数所反映的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负增长，

主要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省份文化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滞后；（3）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技术效率尤

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4）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需求规模对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

持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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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产业①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标志。2017年《国家“十三五”

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等国家战略，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带建设。”其中的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市，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经济带动作用强、辐射范围广，在我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长江经济带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一项重要举措。《纲要》还提出：“依托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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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强文化科技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提高文化核心技术装备制造水平。”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

关联度越来越高，科技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在文化产业的三大类别②中，文化制造业③的R&D活动最多、

创新活力最强、科技含量最高。2017年，我国文化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4300.53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41.12%。根据主营业务收入来看，文化制造业仍占我国文化产业的最大比重④。促进文化制造业创新发展，不仅对于实现传统文

化产业向现代文化产业的跃升意义重大，也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现文化制造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支持及相应的政策支撑。科技金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业态［1］，

主要是指科技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融资过程，该过程包括融资工具、融资制度、融资政策以及融资服务，融资活动的参与

者包括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2］。科技金融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有机结合，广义的科技

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结合三个领域
［3］

。科技金融是实施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

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催化创新经济、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科技金融不仅仅通过融资促进科技企业发展，更通过

融资推动科技创新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但迄今为止，有关文化制造业的研究还较少，大致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在研究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问题时论及文化

制造业。如蔡旺春和李光明阐述了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的延伸融合、交叉融合与关联融合三种类型，尤其是认为关联融合的方式

更为直接，因为它是由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带动相关文化载体、文化用品、文化器材、文化产业道具、设备等文化制造业

的发展与升级［4］；周锦认为文化产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并提出了分别以工业旅游、动漫产业园以及工业设计为主

要表现形式的文化产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5］；顾江和李苏南认为文化产业利用高渗透性、高影响力和高辐射性，催生出一

系列制造业新业态，“文化+制造”的新型业态改变了原有的居民消费方式和消费动力，加速了消费热点的转换
［6］

。 

国外有些学者就文化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或在产品生产中的应用展开的研究大体上也可归为此类，如Jassawalla和Sashittal

研究发现，文化在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Peterson和Anand从技术、法律法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

职业生涯和市场六个方面，对文化在产品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8］。另一类是从科技创新、产业集聚等角度对文化制造业进

行的一些专门研究，如韩东林等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中部地区文化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和分析［9］；马

立平和鲍鑫利用三个测度指标分析了文化制造业的集聚特征，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文化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综合技术效

率的关系［10］。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涵括范围更大的文化产业，而从科技金融的视角研究文化制造业的文献尤为缺乏。 

有鉴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是衡量科技金融对文化制造业发挥支持作用的关键性指标，因

而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以2012—2017 年为样本区间，运用 DEA 及其扩展模型（超效率模型）以及Malmquist

指数对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分别进行静态、动态的测度与差异分析，并利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以便为长江经济带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DEA方法与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1.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方法是根据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对同类型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的

非参数方法。由于DEA方法的BCC模型可以分析弱效率或无效率决策单元的成因，并鉴于投入要素的控制易于产出要素的控制，

因而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主导型的BCC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并且通过计算DEA有效决策

单元的超效率值，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技术效率进行排序，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各省份技术效率存在的差异。 

由于DEA方法的BCC模型无法对连续时期进行纵向分析，无法反映决策单元效率变化的情况，因而本文进一步采用基于DEA方

法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变化情况。Malmquist指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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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的动态效率以及引起变化的因素更有助于查找决策单元的低效率环节，为决策单元的效率优化提供依据。 

2.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效率通常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因此，为全面准确地评价长江

经济带 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应从科技金融的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根据指标选取的整

体性、客观性、可测性及简明性原则，在科技金融的投入指标方面，选取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x1）、R&D 经费内部支出（x2）

及固定资产投资额（x3）
⑤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包括企业资金、银行贷款、政府资金等科技金融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 

其中，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 R&D 经费内部支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

基础。在科技金融的产出指标方面，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y1）和专利申请数（y2）两个指标。其中，专利申请数是科技活动成

果的重要反映，新产品销售收入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体现。上述五个指标能够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对这 11个省份

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进行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测度，涵盖对科技活动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主要阶段的评价，

且均为正向指标，各指标的定义如表 1所示。 

表 1指标的选取与定义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投入指标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x1） 
报告年度内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新产品研究开发的经

费支出 

R&D 经费内部支出（x2） 企业在报告年度用于内部开展 R&D 活动的实际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额（x3） 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费用总额 

产出指标 

新产品销售收入（y1） 报告期企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 

专利申请数（y2） 企业在报告年度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利用SPSS20.0对所选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各省份的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8，表

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因此所选取的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适用于DEA方法。 

就长江经济带而言，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946.72亿元、14620.09亿元、24299.50亿元，各占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39.06%、22.89%、38.05%。其中，规模以上文化

制造业企业⑥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640.43亿元，占文化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82.74%。就全国而言，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

制造业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077.50亿元，占文化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84.86%
⑦
。显然，根据主营业务收入来看，无论是

全国还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均占文化产业的最大比重，而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又占文化制造业的绝大部分

比重。 

基于以上原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各个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用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的相应数据近似替代，

全部数据来源于2013年至2018年的《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⑧。由于科技金融的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选取

的产出指标滞后于投入指标一年，选取投入指标的样本区间为2012—2016年，产出指标的样本区间为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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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obit回归分析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1.Tobit 回归分析。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受到很多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发

展特点，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需求规模、金融发展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四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以文化制造业的科

技金融支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下限为 0，数值被截断，为避免出现 OLS 回归导致参

数估计量有偏且不一致的问题，本文采用如下左归并的 Tobit回归模型。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省份t时期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xit为解释变量，x1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2t

表示产业需求规模，x3t表示金融发展程度，x4t表示政府支持力度；βT为模型所要估计的未知参数向量；ui为个体效应；扰动项

εit～N(0,σ2
ε)。 

2.影响因素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对于本文Tobit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采用文化制造业科技

金融支持的超效率值进行衡量；对于作为解释变量的四个影响因素，其衡量指标分别作如下选取：（1）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

济发展水平，该指标能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而文化消费需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它与经济发展水平与

人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2）用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衡量产业需求规模，该指标能反映人们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支

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文化产业的需求规模；（3）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衡量金融发展程度，该指标能作为金融资产的一

个窄的衡量指标来揭示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11］，而金融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融资渠道；（4）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支持力度，该指标能大致反映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而文化产

业投资充满着高风险性，它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上各衡量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4—2018年的《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其中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两个指标的数据进行了适当计算。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效率静态分析 

本文采用DEAP2.1软件分别计算得出在2012—2013年、2013—2014年、2014—2015年、2015—2016年、2016—2017年五个时

期（以下简称五个时期）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收益状态，

并利用EMS1.3软件测算得到相应的超效率，在五个时期效率的平均值如表2和图1所示。由此可以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

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效率情况从静态上进行总体评价和个体差异分析，从而为其效率提升提供启示。 

1.技术效率和超效率分析。由表 2可知，在五个时期，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均值为 0.779，表明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

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总体上是 DEA无效的。从各省份来看，仅有四川的技术效率均值达到 1，表明四川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

效率是 DEA 有效的；浙江和安徽的技术效率均值都位于〔0.9,1〕之间，接近 DEA有效；湖南、重庆和上海的技术效率均值分别

为 0.894、0.873、0.825，虽然为 DEA 无效，但却高于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均值。此外，贵州、江西、江苏、云南和湖北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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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效率均值均低于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平均水平，处于DEA无效的区间。 

表 2 2012—2017 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平均值 

地区 省份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超效率 排名 

东部 

上海 0.825 0.840 0.981 drs 0.856 8 

江苏 0.626 1.000 0.626 drs 0.626 9 

浙江 0.979 1.000 0.979 - 1.212 3 

中部 

安徽 0.960 0.989 0.970 - 1.154 5 

江西 0.736 0.852 0.856 - 0.863 7 

湖北 0.405 0.496 0.809 irs 0.405 11 

湖南 0.894 0.928 0.956 drs 1.141 6 

西部 

重庆 0.873 0.928 0.945 irs 1.163 4 

四川 1.000 1.000 1.000 - 1.349 2 

贵州 0.738 1.000 0.738 - 1.613 1 

云南 0.535 0.708 0.791 irs 0.535 10 

均值 0.779 0.886 0.878  0.992  

 

注：规模收益为最后一个时期即 2016—2017 年的结果，近似反映各省份总体的规模收益情况，drs 表示规模收益递减，-

表示规模收益不变，irs 表示规模收益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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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中的超效率及其排名作进一步分析，排名前六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四川、浙江、重庆、安徽和湖南，这六个省份

超效率均值都高于长江经济带0.992的超效率平均水平。除浙江位于东部地区外，其余五个省份都位于中西部地区，反映出拥有

丰富文化资源和良好生态的中西部地区省份发展文化制造业具有后发优势。 

其中，贵州是六个省份中唯一的技术效率均值低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的省份，但是其超效率均值却排名第一，上述反差

尤其表现在贵州各个时期的超效率值的剧烈起伏上⑨。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战略,着力

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培育的成效显著，其文化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以电视机制造、包装印刷、鞭炮焰火生产、雕塑为重

点的文化制造业已成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产业的主体，同时又由于贵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薄弱，仍受到文化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研发经费投入等总量不足的瓶颈制约，使得其文化制造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还较为欠缺。 

四川、浙江、重庆、安徽和湖南五省市，其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的超效率和技术效率离不开各自对文化制造业乃至文

化产业发展的大力推动，对丰富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对科技金融投入产出保持较为合理的规模。而江西、上海、江

苏、云南和湖北的超效率均值分别为0.863、0.856、0.626、0.535和0.405，皆低于长江经济带的超效率平均水平，尤其是江苏、

云南和湖北的超效率均值，在长江经济带中不仅排名靠后且分值较低，表明这三个省份在文化制造业领域提升合理配置科技金

融资源的能力和管理水平上面临相对更大的紧迫性。江苏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的投入产出规模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中是最大

的，但从“文化+制造业”上看，江苏文化大省与制造业大省优势没有得到很好聚合，没有真正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循环中；

云南以“金、木、土、石、布”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产业增加值虽已占相当比重，但与其他九大业态尚未形成齐头并进、多元发

展的局面；湖北还存在文化产业市场主体不多不强、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与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及文化大

省的地位不相适应。 

此外，江西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发展态势较好，但发展平台仍然薄弱，文化资源的转化任务依然较重；上

海的文化制造业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偏低，并且在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的投入产出规模上，上海远低于同属于东部地区的江苏

和浙江，甚至还赶不上西部地区的四川，与其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文化产业规模显得不太相称。 

2.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技术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影响，技术效率的无效是由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

率的无效引起的。由表2可知，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在五个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86，表明在既定的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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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科技金融投入规模下，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总体上科技金融资源尚未实现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科技金融要素利用程度

还未达到最优状态。从各省份分别来看，江苏、浙江、四川和贵州四个省份的纯技术效率均值都为1，表明这四个省份文化制造

业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和要素利用均相对有效；安徽、湖南和重庆的纯技术效率均值都位于〔0.9,1〕之间，接近DEA有效，表

明这三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和要素利用也相对较为理想。纯技术效率均值都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的这七

个省份，能够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将本地文化资源较好地进行产业化开发。 

江苏的地域特色文化产业转型成效明显，苏州丝绸、南京云锦、宜兴紫砂等走向时尚化、国际化；浙江以桐庐分水制笔业

等为代表的文化制造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突出；四川坚持以藏、羌、彝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为基础，加快资源整合，合

理空间布局，打造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民族文化品牌；贵州利用红色文化、白酒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三线文化

等多种文化资源，围绕大数据、大旅游、大扶贫，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地区经济大发展；安徽深入挖掘淮河文化、皖

江文化和徽州文化等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化文化要素供给，文化制造业主导地位突出；湖南文化产业以资源转化和产业整合为

重点，醴陵陶瓷、长沙湘绣、浏阳烟花爆竹等地方特色文化制造业运行态势良好，支撑作用强劲；重庆整合巴渝文化、开埠文

化、抗战文化等各种资源，寻求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而江西、上海、云南和湖北的纯技术效率均值各为0.852、0.840、0.708、0.496，均低于长江经济带的纯技术效率平均水

平，特别是云南和湖北的纯技术效率均值，在长江经济带中不仅排名靠后且差距相对较大，表明这两个省份文化制造业的科技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程度亟待提高。江西、云南和湖北三个省份的文化资源同样十分丰富，但其文化资源优势尚未充

分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显得相对薄弱。上海则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

优势尚未转化为科技金融支持的效率优势的问题。 

从规模效率来看，在五个时期长江经济带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878，表明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

技金融支持总体而言是规模无效的，科技金融投入规模还不够合理，尚未与科技金融产出实现最优匹配。从各省份分别来看，

只有四川的规模效率均值达到1，表明四川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是规模有效的，这与四川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国家和

省级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引导，使得文化产业对社会资本的集聚作用明显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文化产业投资比重逐年

提高有较大的关系；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和重庆的规模效率均值都在〔0.9,1〕之间，接近规模有效，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

五个省份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下，更加重视文化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培育和发展，从而促进了规模效率的提高；而江

西、湖北、云南、贵州和江苏的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56、0.809、0.791、0.738和0.626，均低于长江经济带的规模效率平均

水平，处于规模无效的区间。 

中西部地区的江西、湖北、云南和贵州四个省份，其文化制造业发展普遍存在融资困难、渠道单一、投入不足等问题，因

而有碍于科技金融投入规模的扩大，从而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升。东部地区的江苏则面临工艺美术生产、文化用品制造等传统

文化产业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等问题，因而影响了科技金融产出的增加，同样导致了规模效率的降低。 

进一步从2016—2017年的规模收益情况看，除浙江、安徽、江西、四川和贵州的规模收益呈不变状态以外，上海、江苏和

湖南的规模收益呈递减状态，表明其科技金融投入规模扩大的比率大于科技金融产出增加的比率，科技金融产出有待增加；湖

北、重庆和云南的规模收益呈递增状态，表明其科技金融投入规模扩大的比率小于科技金融产出增加的比率，科技金融投入规

模尚需加大。综合比较看，江苏、湖北和云南在提升规模效率上面临相对更大的紧迫性。 

因此，从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均值、纯技术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的对比看，长江经济带总体上的技术效率无效显然

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共同导致的，尤其是后者的制约作用相对更大一些。由图 1 可见，长江经济带在各个时期的

各种效率均值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N型波动，尤其是2014—2015年以后更是同跌同涨，更加直观地反映出纯技术效率

和规模效率对长江经济带技术效率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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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技术效率无效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领域由市场决定科技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总体来说尚未完全

培育成熟，银行资金、社会资金等科技金融资源未能充分参与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活动；而规模效率无效的原因可能是，随着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变化升级，然而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尚未实现文化制

造业产品的有效供给，未能充分适应和匹配新的市场需求，或者文化制造业所需的研发、新产品开发等资金还存在缺口。 

（二）效率动态分析 

根据Malmquist指数的测算方法，本文采用五个时期的连续数据，利用DEAP2.1软件得出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

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及其分解值（即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结果如表3和图2所示。由此可以将长江经济带11个

省份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效率情况从动态上进行总体评价和个体差异分析，从而为其效率提升进一步提供依据。 

当Malmquist指数小于1时，表明从t时期到t+1时期发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由表3可知，在五个时期，长江经济带的

Malmquist指数平均值为0.944，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即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

上呈下降态势。从各省份分别来看，湖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上海和浙江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分别为1.167、1.064、

1.064、1.026、1.022、0.984和0.972，均高于长江经济带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水平。 

尤其是作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湖北、江西、云南、贵州和四川，其Malmquist指数平均值都大于1，排名长江经济带前五位，

增长幅度分别为16.7%、6.4%、6.4%、2.6%、2.2%，表明这五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正增长，即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

的全要素生产率都趋于上升，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五个省份在文化强省战略的推动下，文化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文化投资和消

费水平也随之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江苏、安徽、湖南和重庆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921、0.872、0.726和0.687，皆低于长江经济带的Malmquist

指数平均水平，表明这四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负增长。特别是同样属于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安徽、湖南和重庆，其

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却排名长江经济带后三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三个省份的文化产业逐渐从初级阶段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发

展时期，文化产品创新能力不够强、科技含量不够高等深层次问题愈发显现出来，成为制约其文化制造业乃至文化产业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相应地也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于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和江苏，虽然为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规模最

大的三个文化大省，但同样面临上述问题的挑战。 

结合前文所做的技术效率分析，可见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技术效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为显

著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较低的湖北、江西、云南和贵州的全要素生产率已表现出提升势头，而技术效率较高的安徽、湖南和

重庆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趋势。 

表3 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及其分解 

地区 省份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技术变化 

指数 

纯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指数 
排名 

东部 

上海 1.087 0.906 1.093 0.994 0.984 6 

江苏 1.105 0.834 1.000 1.105 0.921 8 

浙江 1.028 0.946 1.000 1.028 0.972 7 



 

 9 

中部 

安徽 1.000 0.872 1.000 1.000 0.872 9 

江西 1.192 0.893 1.155 1.032 1.064 2 

湖北 1.289 0.905 1.286 1.002 1.167 1 

湖南 0.969 0.749 0.971 0.998 0.726 10 

西部 

重庆 0.895 0.767 0.895 0.999 0.687 11 

四川 1.000 1.022 1.000 1.000 1.022 5 

贵州 1.219 0.841 1.000 1.219 1.026 4 

云南 1.211 0.879 1.181 1.025 1.064 2 

均值 1.084 0.871 1.048 1.035 0.944  

 

 

由于Malmquist指数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因此从指数分解来看，长江经济带在五个时期的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均值和技术变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084、0.871。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看，除湖南和重庆外，其余9个省份的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均值都大于1，包括长江经济带的所有东部地区省份。湖南和重庆的技术效率呈现负增长与其文化产业增速放缓密切相关，

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十二五”初期迈过千亿元大关后增速放缓，重庆文化产业也面临提速发展的现实要求。 



 

 10 

从技术变化指数看，仅有四川的技术变化指数均值大于1，这得益于近年来四川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文化企业科技含量逐年提升。可见，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负

增长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省份文化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滞后，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在文化制造业领域科技创新还不足、技术水平仍

不高，亟须稳步加强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水平。 

由图2可见，长江经济带在各个变化时期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呈倒N型波动，特别是2013—2015年以后的年份，与呈倒V

型走势的技术变化指数均值颇为相似，而其余各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大致呈正V型变动，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技术进步滞后对长江经

济带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影响关系。科技创新不足和技术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制造业集中了较多采用传统技术的子

行业，因而现代科技尚未实现大范围覆盖，文化制造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与此同时，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

向的推进作用，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在文化制造业领域合理配置科技金融资源的能力和管理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对于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发挥主导作用。 

由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是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乘积，因此进一步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分解来看，长

江经济带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048、1.035，表明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程度总体上趋于上升，同时要素投入规模的合理化程度总体而言也正在提高。 

显然，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正增长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正增长共同贡献的，且前者的贡献稍大。与静态效率的

有关分析相对应，纯技术效率正增长可能主要由于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领域总体来说由市场决定科技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愈

发完善，各类科技金融资源参与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程度越来越深；而规模效率正增长则可能是因为长江经济带整体上

文化制造业产品的有效供给正在增强，能更好地适应和匹配不断变化升级的市场需求，或者文化制造业投入资金的缺口问题正

得到改善。 

（三）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消除量纲不同和数量级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基于 201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对自变量的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 Stata14.0 软件对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 Tobit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

示。 

表 4 Tobit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经济发展水平 -0.4160468** 0.1732151 -2.40 

产业需求规模 -0.2363901*** 0.0775247 -3.05 

金融发展程度 0.4106406* 0.2051865 2.00 

政府支持力度 0.0917179* 0.0528518 1.74 

常数 0.992436*** 0.0938672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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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4160468，t值为-2.4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尚未转

化为科技金融支持的效率优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省份而言，仍可以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生态为

基础并发挥后发优势，获得较高水平和较快增长速度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甚至超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省份。 

其次，产业需求规模对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2363901，t值为-3.0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产业需求规模与科技金融支持效率也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文化产业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文化消费需求愈发个性

化、多元化，然而文化制造业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尚未充分满足日益变化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相应地减少了科技金融

产出并导致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降低。从2016—2017年上海、江苏两个东部发达地区的规模收益却呈现递减看，上述解释能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 

再次，金融发展程度对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4106406，t值为2.0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

明金融发展程度与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呈正相关，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种类、数量越多，就

愈有可能为文化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资源，从而愈加有利于增加科技金融产出。虽然从实践看，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投入中

企业自筹资金往往占最大比重，但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对文化制造业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支持作用。 

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对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917179，t值为1.74，同样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

著的，表明政府支持力度与科技金融支持效率也呈正相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财政资金进

入文化产业领域并转化为科技金融投入越多，对文化制造业的研发和科技金融产出的支持作用就越强。财政资金对文化制造业

的科技金融支持主要是起引导扶持作用，随着各省份对文化产业的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资金对于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

提升效应已逐渐显现出来。 

四、结论与建议 

从技术效率的静态分析可知，在2012—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总体上是DEA无效的，这是由纯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共同导致，尤其是后者的制约作用相对更大一些，反映出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总体而言不仅科技

金融资源尚未实现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科技金融要素利用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而且科技金融投入规模也不够合理，尚未

与科技金融产出实现最优匹配。 

从Malmquist指数的动态分析可知，在2012—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负增

长，这主要是由长江经济带绝大多数省份文化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滞后所导致，而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的推

进作用，但尚未发挥主导作用。长江经济带的技术效率正增长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正增长共同贡献，且前者的贡献稍

大一些。 

由效率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可见，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技术效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为显

著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省份相对居中，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大致处于两端，效率差异更为明显。效率地区差异的存在反映

出加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合作的必要性。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需求规模对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对

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若仅从各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大小看，则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对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程

度相对更大；若仅根据是否呈正向作用考虑，显然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是提高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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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在文化制造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过程中，仍存在规模效率水平不高、技术进步滞后、区

域效率失衡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所提供的启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文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增强产业有效供给。研究表明，为提高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

融支持效率，特别需要从提升规模效率入手加以改进，以实现科技金融投入规模与科技金融产出的最优匹配。而提升规模效率

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要增强文化制造业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此，长江经济带应切实加大文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更高品质且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制造业产品的有效供给，在日渐注重更高

层次精神追求和情感体验的文化消费市场中，不仅积极适应消费、满足需求，而且主动引导消费、创造需求。 

二是加强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发展滞后，是长江经济带绝大

多数省份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提高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应重

视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在文化制造业领域的应用，不仅要加大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加强

对各类文化制造业研发机构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强化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充分释放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

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促进科技与文化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化制造业提高应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

的能力，使其培育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文化制造业产品。 

三是强化区域协调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研究表明，区域效率失衡显然不利于形成合力实现整体推进，从而制

约长江文化产业带的建设和发展。为共同打造长江文化产业带，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应自觉树立“一盘棋”的发展理念，无论经

济发展水平高低，切实推动和加强区域协作，提升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

要素利用程度，不仅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省份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同时也充分利用好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文化资源、

生态等优势，促进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实现东中西部优势互补、互动合作以及互利共赢，使区域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

效率得到整体提升，从而促进长江文化产业带的建设，更好地发挥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 

四是加快推进金融服务创新，着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度是提高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效率的一

个关键影响因素。强大的资本保障，有利于创造出高技术和高品质的文化制造业产品，因而文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金

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虽然目前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资源主要来源于文化制造业企业的自筹资金，但从产业长远发展的需求看，

需要不断拓宽科技金融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继续重视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特别需要大力开拓各类金融机构的融资新渠道。

为此，应大力推动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文化制造业企业的合作，通过其信贷产品、业务流程、融资形式等多方面

的金融服务创新，着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切实增强对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注释： 

①2018年5月，国家统计局、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规范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8〕58号），要求

各地区“继续统一使用文化产业概念”。但实际上，上述文化产业是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简称，它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

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仍继续沿用这一定义。因此，本文中的文化产业即指文

化及相关产业。 

②按照行业分类，文化产业可分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零售业以及文化服务业。 

③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7》的分类，文化制造业包括以下16个子行业：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园林、陈

设艺术及其他陶瓷制品制造；印刷复制服务；办公用品的制造；乐器的制造；玩具的制造；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的制造；视听

设备的制造；焰火、鞭炮产品制造；文化用纸的制造；文化用油墨颜料的制造；文化用化学品的制造；其他文化用品的制造；

印刷专用设备的制造；广播电视电影专用设备的制造；其他文化专用设备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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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2017年我国文化批发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502.47亿元、50251.47亿元，各占全国文化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20.83%、38.05%。这些数据均依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8》的相关统计计算得出。 

⑤根据历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的统计，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按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自

筹资金、国内贷款、国家预算资金、其他资金、利用外资，但该年鉴未统计文化及相关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经费内部

支出的资金来源。参考近几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统计，企业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资金来源按规模由大

到小依次为企业资金、政府资金、其他资金、国外资金。 

⑥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8》的解释，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是指《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

所规定行业范围内，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 

⑦除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外，全国及长江经济带的其余数据均依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

鉴—2018》的相关统计计算得出。 

⑧全面反映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权威统计资料主要是自2013年起每年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故本文研究的样本时期以2012年为起点。 

⑨根据实证结果，贵州在五个时期的超效率值分别为0.453、3.378、0.238、2.967、1.027，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中分别

排第9、1、11、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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